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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媒体时代电视自救的三个 “核心” 概念

———基于 “电视之死” 的学术争论与思考

郜书锴

摘　 要： 新媒体在继续蓬勃发展， 电视之死的学术争论也在继续。 梳理学术争论的关键议题， 探寻争

论的现实意义， 成为理性解读电视媒体的基础。 就争论而言， 无论是坚持传统电视必死， 还是坚持电视与

新媒体共生， 抑或是坚持电视与互联网融合， 这些命题都指向电视如何以新的思维供给更优质的节目， 这

便是电视自救的三个核心概念———互动、 直播、 小众的电视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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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之死的争议似乎永远没有停止的迹象。 如果可以从 ２００９ 年 《即将消亡的电视》 出版之时算起

的话， 电视之死的争论也持续了将近十年之久。 见仁见智， 莫衷一是。 归纳起来， 大概有三个层面，
一是从技术层面上认为电视作为传播媒介本身可能消亡， 二是从内容层面认为电视节目本身有更好的

网络生存与发展空间， 三是认为电视、 报纸和广播等传统媒体将与互联网媒体保持各自特长并融合发

展。 总之， 电视之死的讨论得出的结论不是电视会死， 而是电视之死的压力下的电视重生。 但学者们

提出的电视可能死亡的证据值得重视， 这也是思考电视发展与突破的警世名言。 事实上， 肖博文的观

点颇具代表性： “电视将死” 只是一种假象， 人们不是很少看电视， 也不是新媒体取代了电视媒体， 而

是随着时代的改变， 电视媒体的传播途径不再只局限于电视机， 人们观看电视节目有了更多的选择。［１］

显而易见， 一边是新媒体的迅速扩张， 不断地冲击和挤压传统媒体生存空间， 一边是新媒体带来的发

展机遇， 让人们对电视在危机中重生充满自信， 那么———

一、 电视之死， 会是真的吗？
互联网出现之前， 电视一直高枕无忧地独霸媒体市场。 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这一状态， 报纸、 广播

和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命运悄然改变并受到关注。 随着报纸陷入生死热议， 广电媒体的命运也逐渐陷入

同样的生死困境。 关于电视媒体的议题可以用三个词概括： 死亡、 共存、 融生。 一种观点认为电视媒

体一定死亡， 符合进化论由生而死的观点； 第二种认为电视与报纸、 广播与互联网共存， 各自发挥自

身的优势； 第三种观点认为电视和传统媒体都要融入互联网才能焕发生机与活力。
（一） 传统电视必死吗

近几年， 有关 “电视将死” 的论断不绝于耳， 重新定义 “电视” 的呼声甚嚣尘上， 断言互联网的

到来会毁灭包括报纸、 广播和电视等传统媒体， 甚至也预备了 ２０３０ 年电视将死的 “判决书”。 这一切

似乎都在证明， 电视之死是一个难以逆转的宿命。
国内较早明确提出 “电视消亡论” 的是王明轩， 他在 ２００９ 年出版的 《即将消亡的电视》 中认为，

传统电视的消亡将是一种趋势， 没有人能阻止它衰落的脚步。 王明轩在书中写到： “我们似乎已经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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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非得读报纸、 非要看电视的硬性理由。 即看报纸和看电视， 有点像还想看大熊猫一样， 这将成为生

活中、 家庭中亲友共聚、 乃至伴随就餐时的一种 ‘仪式’： 一种欣赏媒介与信息传递中的 ‘艺术品’ 和

‘奢侈品’， 因为它们还可以点缀我们的房间与生活。” ［２］ 显然， 在王明轩的研究中， 电视消亡是一种趋

势， 没有人能阻止这一趋势， 甚至他还想象了电视的 “诗意” 之死。
国内的研究提出 “电视之死” 之后， 吴继荣等学者研究时特别提到了西方学者亨利·霍尔茨曼的

预言： “电视台将死”， 并给出了具体的理由： （１） 电视和电脑越来越一致； （２） 节目已逐步转化为用

户体验， 运营可以不通过电视完成； （３） 电视台消亡， 视频兴盛， 电视机厂商们必须变革； （４） 多屏

互动、 社交电视的兴起将改变电视特征； （５） 每人都将拥有一台自己的 “电视”， 这台自己的 “电视”
就是移动的 “手机”。［３］５ 点理由， 似乎可以证据确凿地判了电视的 “死刑”。

电视领军学者胡智峰等在转述电视存亡的争议观点时写到： 在如此一个新媒体时代， “电视将死”
的 “预言” 不绝于耳， 在各种 “判断” 中， 电视消失的期限从数十年、 十数年到数年不等。 其实 “电
视之死” 预言与判断， 是人类媒介样态发展的自然结果———电影的崛起曾经让人们惊呼摄影将死， 电

视的崛起曾经让人们惊呼电影与广播将死， 如果将视域拉开、 历史推远， 摄影的诞生还曾让人们笃定

绘画必将灭亡等等。［４］由此观之， 从国内到国外， 从一般研究到前沿研究， 电视之死的声音振聋发聩，
掷地有声。 但是， 另外的一种声音则认为， 电视将与报纸、 广播和新媒体等共生共荣， 重构媒体传播

的新生态。
（二） 电视与新媒体共存

在新媒体语境下， 新技术的出现往往不是摧毁原来的技术， 而是通过改造或升级原有的技术， 实现

新旧技术的融合与创新。 新媒体之于电视媒体， 带来的不仅是挑战， 更是全方位的机遇， 包括管理理

念、 内容制作、 节目分发和播出终端等。
孙震在 《ＴＶ３􀆰 ０ 时代的电视之死》 中提出， 电视在与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融合过程中， 显得愈发

的灵活与智能， 不断满足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作者在区分了电视之死的指向后， 认为电视媒介不死，
而传播的渠道将逝。 他明确指出： 对 “电视” 的解释， 应该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作为显示终端的电视

机， 另一种是电视信息传播渠道和运营机制 （电视媒体）。 “电视之死” 并不是指电视媒介形态的消失，
而是指传统电视媒体的信息传播渠道、 制播模式以及盈利模式将发生颠覆性的变化。 相比于 ＴＶ１􀆰 ０ 时

代 “给你看什么， 你就看什么” 的单向传播模式， ＴＶ２􀆰 ０ 时代更强调观众与电视媒体的双向互动， 观

众 “想看什么就能看什么”。 而在 ＴＶ３􀆰 ０ 时代， 观众不仅可以 “看电视”， 还可以 “用电视”。 电视在

与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融合过程中， 显得愈发的灵活与智能， 不断满足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ＴＶ３􀆰 ０ 时代

的 “电视” 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电视。 与互联网融合后的电视， 少部分地保留了传统电视所具备

的功能， 媒介不死， 渠道将逝。［５］

从 “看电视” 到 “用电视” 是一次传播模式的颠覆与创新， 电视从传者中心迈向受众中心的时代，
电视得以走出困境为自己赢得新的发展机遇。 刘罗玉在 《电视行业面临的危机和对策思考》 中提出，
“电视” 作为媒介不会消亡， 只是更多的人通过互联网、 通过 “小屏” 来收看电视。 作者在批驳有关观

点时认为： 在所谓 “电视将死” 的论断中， 实际上要表达的是 “电视机将死”， 即电视机作为 “大

屏”， 其开机率和使用时间都在日趋减少， 直至被闲置， 不过， “电视” 作为媒介不会消亡， 只是更多

的人通过互联网、 通过 “小屏” 来收看电视。 无论是 “电视将死” 还是 “电视机将死”， 一个不争的

事实已经出现， 那就是电视媒体正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６］ 这显然不是在唱衰电视， 而是用危

机意识化解可能到来的风险。
知名学者俞虹教授在多个场合演讲时提出 “电视之死” 是一个伪命题， 她的观点意在提醒我们身

在互联网时代， 要清醒地认识电视的生存处境， 客观看待唱衰电视的论调， 保持独立的学术判断和理

性批判。 在她看来， 电视可能在市场竞争当中有艰难之处， 但是一定要看到， 面对整个传播市场和大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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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接收市场， 电视的影响力、 受众依然是最广泛的， 电视作为大众传媒的优质资质、 资源和专业能力，
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替代性。 同时， 我们也应该看到， 所有的受众， 在他们接收一个节目或者在看

一个传播内容的时候， 一定是舒适度、 便捷度、 需要度的综合选择。 在这个基础上， 互联网时代 “电

视将死” 是一个伪命题， 因为它本身对电视这个概念是模糊的， 因此， 电视人要在这样一个前提下看

电视究竟该怎样生存。［７］

（三） 电视与互联网融生

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的融合而生， 为电视的互动发展拓展了生存与发展的新空间。 肖博文在 《媒体

多元发展时代 “电视之死” 假说研究》 提出： 在多屏环境下电视媒体有了更精致、 更灵活的发展方向。
传统电视媒体乘着新媒体大浪， 破浪前行， 融合发展中的传统电视媒体与新媒体正在共同进步。 电视

的传播渠道和终端正在互联网化， 微信、 微博、 公众号、 社交网站、 移动终端、 ＰＣ 终端共同发力， 网

络的交互性将传统电视媒体的优势拓展到最大化。［１］（２４）新媒体时代的电视， 已不仅仅是围绕电视机这个

终端进行节目创意、 制作、 播出、 传输和分发， 而是互联网思维主导下的视频创意、 制作、 播出、 传

输和分发。 从这个意义上说， 重新定义电视的内涵正当其时， 作为数字媒体的电视， 必须被理解为一

种可以在全媒体平台上传播的技术形式和文化手段。
学者胡智峰等认为， 电视之死要破除媒体发展的 “二元对立” 思维， 不是互联网取代传统媒体，

而是二者融合发展， 传统电视必将迎来新的机遇。 他提出： 人类实践的发展不断表明， 在媒介样态发

展的问题上， “二元对立” 式非此即彼的简单断定， 向来难以取得胜利。［８］ 因此， 电视与互联网的融合

成为必然的趋势。 自普尔提出媒介融合的概念之后， 媒介融合几乎成为传统媒体转型的根本方向。 柳

璐在 《媒介融合时代的电视之死》 中认为： 虽然电视机的开机率低， 电视机前的观众流失， 但受众所

收看的依然是电视节目， 只是用电脑、 手机等随时随地获取资源， 不再依赖电视台的单向供给。 这也

就意味着电视产业依旧有活力， 而想要摆脱 “电视之死” 的预言， 就必然要实现转型， 顺应媒介融合

的时代发展潮流。 新媒体时代已经不再是 “我播什么你看什么”， 受众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选取资源，
传统电视产业的传播模式已经不再适应当今的媒体环境和受众需求。［９］

电视与互联网融合而生， 绝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传统媒体的思维已经落后， 需要用互联网思维改

造传统媒体。 刘罗玉认为： 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 新媒体日益壮大， 当前电视媒体正在经受着前所

未有的严峻考验。 忠实粉丝的流失、 广告主的减少， 都是电视媒体的外部矛盾， 即 “外因”； 而电视行

业的真正危机在 “内因”。 行业发展与滞后僵化的人才培养机制和人才激励机制的矛盾、 电视执行能力

迫切提升与电视媒体管理机制的矛盾等 “内因” 才是电视行业的真正危机。 作者进一步提出： 对电视

行业来说， 行业间的竞争加剧， 迫使电视行业改革必须进入 “深水区”。 无论是激励的 “双轨制”， 还

是变革后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以及行业内部的 “业务核心” 原则， 都旨在解决电视行业内部的深层次

矛盾。 电视行业的马太效应已经显现， 强者更强， 倒逼弱者思变。［６］（６０）

电视与互联网融合求生， 不是墨守成规， 而是在创新中发展， 甚至还会出现电视的新形态。 杨玉良

在 《云拯救电视》 中指出： 云电视需要重新定义很多范式， 譬如导航菜单， 就需要考虑整个构架才能

出炉， 尤其是云存储实现后数据流的传输与更新， 都必须对资源空间进行合理分配。 要知道， 无论怎

么变化， 传统电视就那几百个频道。 但是云电视不同， 除了频道， 还有数据库， 因此它的浏览模式需

要区分在线和本地资源。 因此， 这个架构要考虑用户操控的便捷性， 以及随时遇到的页面切换、 数据

交流等问题。 电视， 既是一台主机， 也是一台服务器。 它包含了喜爱菜单、 视频专区、 即时通讯、 社

交网络等诸多功能区。 除了浏览模式， 云电视还需要搜索。 在观众面临问题时， 它可以过滤筛选， 给

出结果。 Ｇｏｏｇｌｅ ＴＶ 就提供了全键盘给用户， 以实现远程搜索的近距离实现。［１０］

二、 电视自救， 靠的是什么？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 《人民日报》 在第 １２ 版以 《你家电视死了吗？》 为题， 为电视收视率的话题火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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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浇油， 报道提出： 大势不可逆转， 越来越多的观众不再仅仅通过电视机来收看电视节目， 连电视机

也不再仅仅为播出电视节目而生产， 传统电视业的转型势在必行， 而且刻不容缓。 每一种媒体都有它

自己的 “壳” 与 “核”， 当下传统媒体的 “壳” 几乎要被击碎， 更可怕的是， 如果内里的 “核” 也逐

渐萎缩干枯， 终有一天， 当 “壳” 被受众抛弃， 传统媒体就连给新媒体做原料供应商的机会都没

有。［１１］对于新媒体时代的电视来说， 它的 “核” 是什么呢？ 换句话说， 电视节目这个核能不能拯救电

视呢？ 笔者看来， 电视节目的 “核心” 必须根植于三个关键词： 互动、 直播、 小众。
（一） 强调电视节目的互动性

与传统媒体的单向度不同， 双向甚至多维互动是新媒体的主要特性。 从电视的收视方式来看， 互联

网提供了一种互动式、 个性化的传播模式， 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体的本质特征是技术的数字化和传播的

互动性。 充分利用互动性拯救电视， 是现阶段的电视自救的 “灵药”， 互动给了电视第二个春天。 美国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技术总监大卫也在 ２０１３ 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出， 技术的发展极大拓展了电视节目的分

发渠道和内容增值空间， 电视正进入一个黄金时代。 国内研究者许烨在 《拿互动拯救你， 我们的电视》
中提出： 揭开电视高调收视和影响力的背后， 其实显露出的是其单一媒介传播效力的式微， 拯救电视

的终极杀手锏是多屏互动。 风水轮流， 如今是互联网的互动拯救了电视的生命。［１２］在电视的跨屏互动成

功案例之中， 《中国好声音》 最为出色。 多数人知道 “好声音” 是通过社交媒体， 多是通过自己所关注

的人或是亲友的谈论与推荐， 特别是新浪微博的部分舆论领袖对于节目的推荐与讨论， 进而指引用户

对电视节目产生了兴趣， 并在节目的观看过程中通过社交媒体参与到节目的话题互动之中来， 形成节

目传播的 “蝴蝶效应”。 新的传播技术虽然不会对具体的节目造成改变， 但它已经为电视观众带来全新

的观看体验， 交互式收视体验为电视的春天带来勃勃生机。
技术的互动只是工具， 意义的互动才体现传播的本质， 也是对互动更深层的思考和发现。 俞虹教授

在 《当代社会变迁与电视价值取向》 中， 提出了电视传播价值取向和社会意义之间的互动。 作者通过

对国内电视节目如 《艺术人生》 《对话》 《时空连线》 等央视节目深入研究认为： 探求电视媒介人在当

代社会阶层变迁背景下的实践与理论变化的轨迹、 展示阶层变迁对电视传播影响的现象、 揭示受众接

收心理的变化， 分析研究电视媒介传播价值取向所具有的互动价值意义， 从而期待电视节目能够传播

更多理性的、 自觉的成分。 面对极具视听冲击力的电视传媒， 潜在影响不容忽视。 正确的导向可以深

入人心， 成为人们的自觉， 但错误的导向和反面的诱惑也成了社会的和道德的顾虑。 因此电视人应在

清晰认识时代的前提下， 认知自我， 明确理念， 把握导向， 使之成为自觉。［１３］俞虹教授还在国际学术研

讨会上作过题为 《电视传播与人类文明共享意义场的建构》 的演讲， 她指出： 当今世界， 电视以其极

大的包容性、 丰富性， 展现并创造着生活， 更以其特有的便捷和大众化方式越来越多地介入人们的生

活， 影响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价值观念、 审美趣味。 电视是一座桥梁， 沟通着世界人民之间文化

的交流与往来； 电视是一条纽带， 连接起地球村无数双友谊的手； 电视是一个巨大氧吧， 让更多的人

共享人类文明； 电视是一个透明的镜子， 让人类在共视中认识自己、 了解他人、 相互关爱、 追求

美好。［１４］

（二） 电视节目直播常态化

在传统媒体时代， 电视竞争的优势是能够提供直播图像， 使得许多媒介事件成为人类的共同记忆

和文化表征。 而移动电视将图像直播从特定的物理空间解放出来， 突出了电视图像的即时性属性， 电

视节目直播常态化为电视创造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直播， 被认为是电视机的固有技术属性， 新媒体时

代的 “直播感” 具有磁场般的魔力， 重新召唤电视观众的热情回归。 学者史青在 《新媒体环境下电视

媒体的突围之路》 中提出： 电视直播最大特点就是将现场的声画同步播出， 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与现场

感。 一个直播常态化、 不间断播出的新闻频道其实就是一个内容不断更新的网络。 新媒体时代， 直播

报道不仅发挥了电视媒体的优势， 还因其直观、 即时性等受到观众的青睐， 更成为电视媒体参与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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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 抵御新媒体的最有效的形式。［１５］大型直播， 成为新媒体时代电视致胜的关键手段。
吴继荣等在 《从 “电视消亡论” 看电视节目的生存之道》 中认为电视不会消亡， 基于以下原因：

一是电视开机率下滑言过其实， 电视影响力仍居主导； 二是电视形态与时俱进， 重现生机； 三是大屏

收视仍是刚性需求； 四是电视业者的专业地位无可取代。 因此他们认为： 电视正在逐渐地回归理性，
占据应该占据的位置。 “客厅” 类节目、 “直播” 类节目、 “ ＰＫ” 类节目、 “融合” 类节目以及娱乐性

服务性的节目、 短小的节目、 说真话的节目， 才是当下以及今后相当长时间内需要大力强化的电视节

目类型。［３］（５６－５８）理性回归， 关键在于提升媒介公信力最高的媒体。 由此， 肖博文在 《媒体多元发展时代

“电视之死” 假说研究》 中提出： 电视媒体最具公信力的要数直播类型的节目， 被称为 “中国政坛风向

标” 的 《朝闻天下》 《新闻联播》 立志于宣传党和政府的声音， 传播天下大事， 在节目播出之前需要

经 “采、 编、 播” 层层把关， 在直播赛事、 灾情或战况时， 会委派记者奔赴现场了解情况， 这些都是

新媒体无法相提并论的。［１］（２４）

电视直播， 多终端分享， 无处不在， 电视媒体凭借公信力优势独树一帜。 无论是真正的直播节目，
还是下载观看或流媒体观看。 移动电视技术， 引领我们重新构想背景、 意义和体验方式。 电视收视率

下降是不争的事实， 但电视的主流媒体地位没有被摧毁。 加之中国的意识形态、 传媒工具和社会生态

的交织具有特殊性， 网络新媒体本身暂时还没有能力、 也难以得到授权组织如此高品质的大型直播。
在中国， 掌握着核心内容的电视， 在提供平台的新媒体面前， 依然具有活力， 不可能迅速消亡。 如黄

鸣奋先生所言： “数字技术出现之后， 新的环境被创造出来， 电视又成为网络的内容， 网络则充当电视

的外部环境。” ［１６］

（三） 电视节目应追求小众化传播

传统电视， 以 “点对面” 的传播设定了大众媒体的规则。 而在互联网时代， 作为大范围小众的电

视观看， 要求电视的规则进行调整和改变， 观众不仅能打破渠道和设备的界限， 而且能将时间碎片化。
新媒体技术提供的控制能力， 已经颠覆了共时性的传统电视规则， 观众可以随心所欲地获取电视内容。
从上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 电视就已经成为小众播出的媒体， 其核心经济模式要求电视节目类型及时调整，
电视作为文化机构的运作方式也悄然发生改变。

小众化传播是传播渠道越来越多、 播出成本越来越低的结果， 电视节目越来越迎合小众的观看需

求成为大势所趋。 从制作与接受的现实来看， 小众化的电视节目反而受到青睐， 赢得尊重。 在历年北

京大学举行的中国电视 “掌声·嘘声” 评选中， 对于评奖的标准， 评委会主任俞虹教授毫不犹豫地说：
“标准就是价值观。” 她的解释是： “要有中国视野， 体现家国情怀、 学术的民主独立， 甚至某种严苛，
要体现北大的气质。” 中国电视 “掌声·嘘声” 多次的评奖都没有迎合大众标准， 反而是小众节目更受

青睐。 ２０１６ 年的四个获奖 “掌声” 节目中， 几乎都是 “小众” 的原创性节目， 小节目、 小制作， 却以

小见大， 体现了文化内涵， 文明大格局视野。 正如 《我在故宫修文物》 的致词指出： 节目用经典的

“中国意象”， 传达出中华文化的精髓， 在坚守传统与开拓创新之间找到了平衡点。 使源远流长的文化

基因， 依托电视这一大众媒体， 迸发出新的生命力。 《传承者之中国意象》 的致词指出： 为故宫修复文

物不仅是一件日常工作， 也是一种人生修养。 这些匠人们身怀绝技， 专注敬业， 一件器物的修复也是

一种文明的传递。 《我从新疆来》 的致词指出： 作品成本低但品位不低， 制作小但意义不小， 它的成功

昭示我们： 纪录片的本质是艺术而非技术， 是人文而非资本， 中国电视急需走心的小制作。 《小别离》
的致词指出： 以白描式的叙事手法， 还原了真实生活的繁芜和琐碎， 生活化的同时又不落俗套， 情节

的展开缓急相间， 富有节奏感。 如今， “以小博大”、 “四两拨千斤” 似乎成为一种新的竞争与发展理

念， 这也许是对 “细节决定成败” 作了最好的注脚。
在电视发展的初期， 频谱资源有限， 电视频道多为综合性， 以满足大众的需求。 有线电视和卫星电

视大大拓展了频道资源， 目标观众进一步细分。 新媒体为视频传播提供了廉价的传播平台， 小众化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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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海量涌现， 观众定位更为精准。 中国电视 “掌声·嘘声” 评选的获奖节目几乎都是小众的， 有些节

目甚至不为人知， 但并不妨碍大众化节目获掌声， 比如 《中国好声音》 和 《爸爸去哪儿》 都曾获得

“掌声”， 可是评委会强调， 给出掌声不是因为市场反应好， 而是分别因为 “节目创新与版权运作机制”
和 “点燃亲情能量”。 作为女性学者， 俞虹教授在 《传授双方变迁中的媒介诉求》 中认为， 广电媒体是

传播真善美的使者， 是社会责任的承担者。 她指出：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 面对社会转型期所

出现的种种社会心理问题， 广电媒体敏锐而坚定地以情感为突破口， 通过建立情感交流的平台， 搭建

都市百姓亲情、 友情、 爱情的传递、 沟通渠道， 弘扬正气， 彰显真情， 传达善意， 播种美丽与健康，
从而担当起媒介的社会责任， 以实现最大化的传播影响力为根本诉求。［１７］

显然， 有很多获奖节目并不 “流行”， 比如曾获 “掌声” 的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纪念曼德拉的报

道， 体现出央视在大事件报道上与世界接轨的理念与方式。 “我们只有价值观， 只有态度。” 俞虹教授

坚持以 “价值引领”、 以 “是否对公共事件有贡献” 作为评奖的关键词。 由此可见， 价值观和公共精神

依然是电视节目稀缺而宝贵的资源。 俞虹教授在多个场合都坚持认为， 媒体具有职业所赋予的社会责

任， 如果由娱乐八卦引发的舆论发展至影响公共道德、 公共审美、 冲击社会整体价值观的地步， 媒体

人就要反思自己， 互相控制。 放纵审丑、 过度渲染， 只会给社会带来具有导向性的负面情绪， 造成人

们普遍性的错误认知。 因此， 在面对社会热点时， 媒体应当经得起诱惑， 适当保持距离， 冷静分析，
理性选择， 坚守媒体人的底线与责任。 与此同时， 在技术充分发展， 每个人都被赋予公共话语权的今

天， 任何个人私事都有可能演化成社会公共事件。 无论是名人明星还是普通公民， 无论是公媒体还是

自媒体， 都应努力提高自己的媒介素养， 不过分放大私生活， 不为审丑贡献点击率， 不为负面情绪

“添砖加瓦”， 将有限的媒体资源和注意力合理分配， 推动健康舆论生态的建设。 不负重托， 坚持担当，
中国电视一定会化危为机， 迎来新一轮发展的春天。

电视之死的讨论还会继续， 但电视新的春天也一定会到来。 “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
也许是对电视未来的最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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